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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

程 苏 东

［摘　要］在《春秋繁露》所收与“五行”相关的九篇文本中，除《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基本可定为董仲舒

所作，《五行变救》尚难考定以外，其他六篇都不同程度地与《管子·四时》《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

文训》、董仲舒《孝经解》以及时代晚于董氏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存在互见关系。通过对这些互见文本

的比读，可发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包括董子原作、后人续作及二次续作三个层面，展现了后儒将董子

“五行”生胜思想与秦汉时月令思想、《洪范》五行学乃至《孝经》学思想进行融合，构建新的“五行”学体系的

尝试。这些衍生文本来源驳杂，常无法消除多源论述逻辑之间的抵牾，显露出“文本嫁接”的痕迹，其文本

生成方式在早期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者关注。

［关键词］《春秋繁露》；董仲舒；五行；《洪范五行传论》；刘向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５８３－０２１４（２０１６）０７－００２７－１４

＊ 《春秋繁露》是汉代经学史、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文献，但由于该书晚出，其成书过程及其所收诸篇
的作者认定，历来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即以与“五行”相关的诸篇而言，自２０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揭橥
此问题后，聚讼纷纭，歧见迭出，然反思其研究方法，除用其中数篇与《淮南子》《管子》中少量互见文献
对勘以外，多循思想史之研究理路，从董子“五行”思想入手，考论《春秋繁露》所收诸篇是否符合董子
思想。这种研究方法因诸家对董子思想的认识不同，故颇存争议。本文将以文本研究为主要方法，通
过对《管子》《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等著作中与《春秋繁露》互见
之文的分析以及对隋代萧吉《五行大义》所引古本《春秋繁露》佚文、刘炫《孝经述议》所引董仲舒《孝经
解》与今本《春秋繁露》的比对，系统梳理“五行”诸篇的文献学关系，进而探讨诸篇的形成过程。我们
也希望以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个案，引起学界方家对抄本时代文本形成过程复杂性问题的关注。

一　学术史的回顾与方法论反思

《春秋繁露》一书之见录，始于《隋书·经籍志》①，此前《汉书·艺文志》中仅著录“《公羊董仲舒治
狱》十六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②，并无《春秋繁露》一书之名，而《汉书·董仲舒传》称其“说《春
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③，亦不以《春秋繁露》为其著作
之总名。《汉书》的这一记载成为后来学者质疑《春秋繁露》一书真伪问题的引子，据笔者所见，北宋
《崇文总目》最早提出这一问题：

　　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

而附著云④。

《崇文总目》认为《春秋繁露》之辞义宏博，当渊源有自，非近人可伪，只是《汉书》称董仲舒之书“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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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汉代《洪范》五行学研究”（１４ＣＺＸ０２２）。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９３０页。鲁惟一先生认为《春秋繁露》之名始见于阮孝绪之《七录》，其所据为晋《西
京杂记》中已有“春秋繁露词”之名，其说可参。见鲁惟一编，李学勤等译：《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第８１页。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７１４、１７２７页。
《汉书·董仲舒传》，第２５２６页。

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一，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第２３页。



十三篇”，如今仅存八十二篇，可知“其间篇第亡舛”。又据《汉书·董仲舒传》，《玉杯》《蕃露》乃各篇之独
立题名，而今本《春秋繁露》既以“繁露”为总名，而其中又有以《玉杯》为篇名者，恐为后人据《董仲舒传》
“取而附著”也。由此可见，《崇文总目》虽然对《春秋繁露》一书的篇第、篇题等存疑，但对于这部书“非出
近世”的可信度，还是基本认可的。这种审慎存疑的态度为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著作所继承①。
而真正对《春秋繁露》一书的真伪问题展开全面质疑的，是南宋学者程大昌，他在《秘书省书繁露

后》一文中指出，其所见绍兴间董某所进本《春秋繁露》有可疑者凡三处：其一，“辞意浅薄”，与《汉书》
所载其天人三策“不相伦比”；其二，以《竹林》《玉杯》等为篇题，而以《春秋繁露》为全书总名，与《汉
书·董仲舒传》所载董氏著述不合；其三，《太平寰宇记》《通典》所载《春秋繁露》之佚文不见于董氏所
进本《春秋繁露》②。这三点中，除第二点袭自《崇文总目》以外，皆为程大昌之创见，特别是第三点，以
文献为据，颇令人信服，故其说影响巨大，陈振孙、黄震等皆推衍其说③。尤其是黄震，以《春秋繁露》
中灾异、求雨诸说与董氏“纯儒”形象不符，完全否定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春秋繁露》伪书之名，
由此而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程大昌虽然认为其所见的《春秋繁露》系伪书，但并不认为《春秋繁露》本身

是后人伪造的，他在《秘书省书繁露后》的补记中说：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达监，馆本有《春秋繁露》，既尝书所见于卷末，而正定其为非古矣，后又因读《太平御

览》，凡其部汇列叙古《春秋繁露》语特多，如曰“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

则五谷伤，土干金则五谷不成。”“张汤欲以鹜当凫祠祀宗庙，仲舒曰：鹜非凫，凫非鹜，愚以为不可。”又曰：“以赤

统者帻尚赤。”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然后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辑，

此时《春秋繁露》之书尚存，今遂逸不传，可叹也已④。

程氏认为《太平御览》所引《春秋繁露》之语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故认为太平兴国间所流
传的《春秋繁露》仍系董仲舒所著之真本，惜乎其亡佚不传而已。
较程氏稍晚，楼钥乃致力于《春秋繁露》版本的搜集，并先后获得里中写本、京师刻本、萍乡翻刻罗

氏兰堂本（三十七篇）和潘景宪子弟访获本（八十二篇）四种。其中三十七篇本与八十二篇本均较程大
昌所见董氏所进本完备，尤其是后者，《太平御览》等诸书所引《春秋繁露》佚文大多可以查见⑤，程大
昌质疑《春秋繁露》的文献学依据再难成立。楼钥由是而言：“则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
世所能到也。”⑥楼氏乃据此本参校诸本而刻印之，明清以来流传之《春秋繁露》，多以此本为底本⑦，而
楼氏关于《春秋繁露》的论断也为王鏊等明清学者所认可⑧。就笔者所见，明清学者大多对《春秋繁
露》的真伪持审慎的肯定态度，这其中四库馆臣的论断颇具代表性：

　　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⑨。

然而，随着《春秋繁露》研究的国际化，到２０世纪中叶，日本学术界对《春秋繁露》颇多关注，此书
的真伪问题再次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１９５９年，庆松光雄发表了《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一文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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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下：“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春秋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余万言，

传于后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春秋繁露》，皆未详。”（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版，第１０５页）

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后》，祝穆编：《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儒学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振孙著录云：“非当时本书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５页）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六《读诸子·春秋繁露》案语云：“愚按今书，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
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甚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元后至元刊本）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九》，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影印本，第１５６６页下栏～１５６７页上栏。

据田则岳统计，《太平御览》引《春秋繁露》共５０处，其中不见于楼钥本者仅４处。参见田则岳：《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学术渊
源与其对汉代学术之影响》（博士学位论文）（Ｔａｉｎ　Ｔｚｅｙ－ｙｕｅｈ．Ｔｕｎｇ　Ｃｈｕｎｇ－ｓｈ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ｔ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Ｈａ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１９７４年，第５７页。
楼钥：《攻媿集》卷七七《跋春秋繁露》，乾隆武英殿聚珍本。

可参崔涛：《现存〈春秋繁露〉单行本版本考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９５～９８页。

王鏊：《震泽长语》卷上“《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为伪书”条，清指海本。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清乾隆武英殿本。

庆松光雄：《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哲学文学）》第６号（１９５９），第２５～４６页。



将《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具体到“五行”诸篇，也就是《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
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九篇文献上。庆松氏的主要论据是，《汉
书·五行志》记载了大量董仲舒的灾异说解，然而没有一条是以“五行”说灾异的，足见董仲舒并无“五
行”学说，故而《春秋繁露》所见“五行”诸篇自然也不会是董氏的著作。
自庆松先生论文发表后，“五行”诸篇的真伪问题遂引起了中日学术界的反复讨论，田中麻纱巳①、边

土名朝邦、池田知久、斋木哲郎等先后著文对庆松的看法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关于这一学术史，可
参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关村博道《日本学者关于〈春秋繁露〉的论争评析》的评介②。
除日本学者外，台湾学者对《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同样有所关注，而其关心的重点同样也是“五

行”诸篇。事实上，早在１９３１年，黄云眉先生即在其《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中提出《春秋繁露》“不仅
书名伪而书亦伪矣”的观点，将姚际恒原书中“书非伪而书名伪”的结论更推进了一步，但其所举理由
不外宋人所谓董氏“纯儒”之说③，因此在当时影响并不大。１９６９年，戴君仁先生发表《董仲舒不说五
行考》一文，提出了与庆松光雄同样的问题，将“五行”诸篇定为伪作④。随后，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
想史》中即对庆松、戴君仁的论点进行了反驳。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西汉初期，“阴阳”与“五行”尚
未融合，汉宣帝以后，此两者才逐渐融合，《春秋繁露》中“五行”诸篇所论“阴阳”与“五行”皆分为二途，
“所以《春秋繁露》中阴阳五行的关系，仍在演进之中，这是绝不能推后或推前的”⑤，《春秋繁露》“五
行”诸篇即便并非全出自董仲舒本人，也可以视作其弟子、学派著作的合集。李威熊先生《董仲舒与西
汉学术》一书亦认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可妄言《春秋繁露》之伪⑥。
此外，欧美学者对于《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也颇多论述，Ｇａｒｙ　Ａｒｂｕｃｋｌｅ、Ｓａｒａｈ　Ａ．Ｑｕｅｅｎ（桂思

卓）、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鲁惟一）等均在其论著中论及这一问题⑦。他们的具体观点及论述角度虽有不
同，但基本上都认为《春秋繁露》中的不少篇章，包括“五行”篇在内，难以认定为董仲舒的作品。至于

Ｔａｉｎ　Ｔｚｅｙ－ｙｕｅｈ、Ｄａｖｉｄｓｏｎ　Ｓｔｅｖｅｎ等则赞同徐复观的观点，认为《春秋繁露》的思想具有内在的系统性
和一致性，并且与《汉书》所载董氏《天人三策》中体现的思想相吻合，应当将其视作董氏的作品。
在大陆学界，关于《春秋繁露》真伪的讨论并不多见，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接受四库馆臣的意见，认

为此书虽经后人重新编定，但仍基本可视为董仲舒的作品⑧，直到最近江新在《〈春秋繁露〉五行诸篇
真伪考》一文中重新梳理了“五行”诸篇真伪问题的学术史，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⑨。
从方法论上来看，除了早期的《崇文总目》以及程大昌是根据篇题、佚文等文献学依据质疑《春秋

繁露》的真伪以外，自黄震以来，大多数学者论证《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都是以《春秋繁露》所反映的
董仲舒思想是否与《汉书》所载或者汉代思想史相符作为衡量标准的。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一定的合
理性，但无疑也有很大的风险，这就是论述者必须假设董仲舒的思想是始终保持一致的，同时论述者
还必须保证自己对《春秋繁露》的理解是完全忠实于原文的。但显然，这两点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的
假设而已，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论述者个人的学术背景无疑会影响到他对《春秋繁露》文本真伪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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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麻纱巳撰，秦祺、邓红译：《关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考察》，《衡水师范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４页（原刊１９６９年《集刊
东洋学》２２号）。

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１～５７页；关村博道：《日本学者关于〈春秋繁露〉的论争评析》，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２３８页。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３００～３０３页。

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中央”图书馆馆刊》（台北）第２期（１９６８），第９～１９页。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版，第７页。

桂思卓著，朱腾译：《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１５页；鲁唯一：《董仲舒：

儒学传统与〈春秋繁露〉》（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Ｄｏｎｇ　Ｚｈｏｎｇｓｈｕ，ａ‘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ＵＮＱＩＵ　ＦＡＮＬＵ），莱顿：博
睿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１２页。

可参黄朴民：《〈春秋繁露〉的真伪与体例辨析》，《齐鲁学刊》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第２５～２７页；钟肇鹏：《春秋繁露考辨》，见氏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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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４期，第４３页。



定，以至于一些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被赋予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①。学术界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已经
有所诟病，例如邓红在谈及日本学界关于《春秋繁露》真伪的讨论时即指出：“说《春秋繁露》的某一部
分是伪作的议论在日本学界一直没有停过，但因为没有确切证据，只能在文义上进行推断。以田中为
代表的这一部分学者采用的，往往是先认定《春秋繁露》肯定有伪作，然后再去寻找的先入为主法。”②

其实这种以“思想理路”论真伪的研究方法并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学界，它甚至可以说是宋代以来《春秋
繁露》真伪问题研究的一种传统方法。
而在这一背景之下，江新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则值得注意。他注意到《春秋繁露》与《汉书·五行

志》之间的互见关系，于是以此为据，认为《春秋繁露》中《五行五事》等诸篇并非董仲舒的作品，而是出
于刘向。虽然他利用的文献资料尚不够完备，结论也略显草率，但这种根植于文本的方法与思路，无
疑是值得称道的。
因此，本文亦将以文献学的研究为主要方法，通过对《管子》《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

行志》《隋书·五行志》等著作中与《春秋繁露》互见之文的分析以及对隋代萧吉《五行大义》所引《春秋繁
露》佚文与今本《春秋繁露》的比对，系统梳理“五行”诸篇的文献学关系。当然，围绕“五行”诸篇思想的
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我们将努力结合文献学与思想史分析两种研究方
法，探讨“五行”诸篇的真伪及作者问题，希望我们的尝试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二　问题的提出：《五行顺逆》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互见关系

关于“五行”诸篇真伪问题的讨论，此前通常存在于思想史的论域下，庆松光雄、戴君仁认为董氏
论“阴阳”而不说“五行”，因此“五行”诸篇不当出于董氏；而徐复观等认为董氏兼论“阴阳”“五行”，故
“五行”诸篇宜出自董生③。但争论双方都未举出实质性的文本依据来证实《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
真伪，因此，此一论题能否成立，终究缺乏文本的实证。就本文而言，我们讨论“五行”诸篇的真伪问
题，立论的基础乃在其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互见关系上。
熟悉汉代五行学的读者在读到《春秋繁露·五行顺逆》篇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

觉，这种感觉首先引导我们注意到《五行顺逆》（下文简称《顺逆》）篇与班固《汉书·五行志》（下文简称
《汉志》）之间的呼应关系：

表１　《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与《汉书·五行志》之互见关系表

《五行顺逆》④ 《汉书·五行志》

木

如人君出入不时，走狗试马，驰骋不反宫室，好淫乐，饮酒沈
琨，纵恣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
财，民病疥搔温体，足胻痛，咎及于木，则茂木枯槁，工匠之
轮多伤败。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
谋，则木不曲直。”说曰：“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
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
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乃木为变怪，是为
木不曲直。”

火
如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
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予不当……

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土
如人君好淫佚，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
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镂……

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
成。”

金 如人君好战，侵陵诸侯，贪城邑之赂，轻百姓之命…… 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水 如人君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 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以“木”行部分为例，《顺逆》篇之“出入不时”，《汉志·传曰》作“出入不节”；《顺逆》“走狗试马，驰

·０３·

①

②

③

④

鲁惟一即指出：“他（笔者注：戴维森）还极力认为文中的自相矛盾与其他缺陷的存在其本身就有利于说明它保持了原貌，而
不利于说明那种能使人们预想到是编造者所为的那种更为圆通的效果。”（鲁惟一编，李学勤等译：《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第

８６页）

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第５２页。

庆松光雄：《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第２５～４６页；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第９～１９页；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
卷，第１９５页。

表格中《春秋繁露》引文均出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下不复注。



骋不反宫室”，对应《汉志·说曰》之“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顺逆》“饮酒沈琨”，对应《汉志》之“饮食沈
湎”；《顺逆》“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对应《汉志》“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顺逆》
“作谋增税，以夺民财”则对应《汉志》“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其后《顺逆》中“民病”云云不见于《汉志》，

至“工匠之轮多伤败”，则又对应《汉志》“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显然，《顺逆》与《汉志·木不曲直》

的“传曰”部分有相关性，尤其与其“说曰”部分有文本层面的互见关系。

但是，从整体上看，《顺逆》与《汉志》的互文关系是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的，主要在木行中表现得
比较明显，在其他四行中，则相对较弱。我们知道，《汉志》所引“传曰”实为汉初夏侯始昌所传《洪范五
行传》（下文简称《五行传》），至于“说曰”的部分，则以刘向在成帝时期所撰的解《传》之作———《洪范五
行传论》（下文简称《传论》）为基础①，并经班固增删而成。而随着我们进一步辑佚《南齐书·五行志》
（下文简称《南齐志》）《隋书·五行志》（下文简称《隋志》）等所引刘向《传论》佚文，乃发现《顺逆》与刘
向《传论》之间的互见关系，远超过其与《汉志》之间的重合度：

表２　《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之互见关系表

《五行顺逆》 《洪范五行传论》

木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
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进经术之士。挺群禁，
出轻系，去稽留，除桎梏，开门阖，通障塞，恩及草
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鳣
鲸不见，群龙下。如人君出入不时，走狗试马，驰骋
不反宫室，好淫乐，饮酒沈琨，纵恣不顾政治，事多
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民病疥搔温
体，足胻痛，咎及于木，则茂木枯槁，工匠之轮多伤
败。

《木传》曰：东方，《易经》地上之木为《观》，故木于人，威仪容貌也。
木者，春生气之始，农之本也。无夺农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
之税，无贪欲之谋，则木气从。如人君失威仪，逆木行，田猎驰骋，不
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礼制，出入无度，多发繇役，以夺民时，作为
奸诈，以夺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以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故曰
木不曲直②。
如人君违时令，失威仪，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湎，不顾礼制，
纵欲恣睢，出入无度，多繇役以夺人时，增赋税以夺人财，则木不曲
直③。

火

如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
诛杀不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
予不当……

人君疑惑，弃法律，不诛谗邪，则谗口行，内间骨肉，外疏忠臣，至杀
世子，逐功臣，以妾为妻，则火失其性④。

土

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如人君
好淫佚，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
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镂，则民病心腹宛黄，舌烂
痛，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

故明王贤君修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敬父兄之礼，则
中气和。人君肆心纵意，大为宫室，高为台榭，雕文刻镂，以疲人力，
淫泆无别，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中气乱，则稼穑不成⑤。

金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钺，以诛贼
残，禁暴虐……如人君好战，侵陵诸侯，贪城邑之
赂，轻百姓之命……

金者，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其于王事，兵戎战伐之道也。
王者兴师动众，建立旗鼓，杖旄把钺，以诛残贼，止暴乱……人君乐
侵陵，好攻战，贪城邑，轻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内外骚动，则金失其
性⑥。
如人君乐侵陵，好攻战，贪城邑之赂，以轻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内
骚动，则金不从革⑦。

水

水者冬，藏，至阴也，宗庙祭祀之始，敬四时之祭，禘
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诸侯祭土，闭门闾，大搜索，
断刑罚，执当罪，饬关梁，禁外徙，恩及于水，则醴泉
出，恩及介虫，则鼋鼍大为，灵龟出。如人君简宗
庙，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

水者，北方之藏气，至阴也。宗庙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亲耕以供
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敬之至也……如人君简宗庙，不祷祀，逆
天时，则水不润下⑧。

　　在论述《顺逆》与刘向《传论》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讨论《顺逆》与《汉书·五行志》《南齐书·

五行志》《隋书·五行志》之间的关系。从上面两表可以看出，《顺逆》虽然与《汉志》《南齐志》《隋志》的
引文存在互见关系，但并不与其中任何一种呈现出特别密切的关联，例如木行部分的“木者，春，生之

·１３·

①

②

③

《汉书》载：“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
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汉书·楚元王传》，第１９５０页）

④⑥　《南齐书·五行志》，中华书局１９７２年版，第３６９、３７４、３８０页。

⑤⑦⑧　《隋书·五行志》，第６１８、６２３、６１９、６２１页。



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仅见于《南齐书·五行志》；土行
部分的“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金行部分的“贪城邑之赂”等仅见于《隋书·五行
志》。经笔者考查，刘向《传论》自产生后，流传的情况十分复杂，加之历代史臣抄撮《传论》各有详
略增删，因此造成三《志》之间存在严重的异文现象。而《顺逆》与此三《志》各有互见、异同，可见与
《顺逆》存在直接传抄关系的，并非《汉志》《南齐志》或者《隋志》，而是它们共同的史料来源：刘向
《洪范五行传论》。
通过以上两表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较之与《洪范五行传》的呼应关系，《顺逆》篇与《洪范

五行传论》之间的传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几乎所有与《五行传》的呼应关系，都可以通过其与《传论》
之间的传抄关系而得到合理的呈现。因此，我们可以说，《顺逆》篇与《五行传》之间的呼应关系，是通
过其与《五行传论》之间的传抄关系而实现的———既然《传论》本身就是以《五行传》为基础的衍生文
献，则与《传论》存在传抄关系的《顺逆》自然也就与《五行传》存在呼应关系了。
那么《顺逆》与《传论》之间的传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各书所引《传论》的佚文来看，刘向对

于《五行传》的解说是颇具系统性的，以上表所引“木”行部分为例，刘向首先解释“木”行的基本内涵，
随后论逆木行之灾异，自“田猎驰骋”始，句句与《五行传》相对应，而最后“盖以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
败”一句，则解释“木不曲直”的具体含义，结构严整，辞意相连，语气完足。而与《传论》相比，《顺逆》与
《五行传》之关系则较为疏离，例如《五行传》中论及的核心问题：“木不曲直”即未在此段中出现，而此
段所论灾异除“咎及于木”以外，还包括鳞虫和人民的身体。可见《五行传》只是《顺逆》的思想来源之
一，其将木行与鳞虫相联系，显然是受到传统月令思想的影响。总之，与刘向《传论》鲜明的“解传”体
例不同，《顺逆》篇实为杂合《五行传》与传统月令两种思想而成的一篇论著。我们很难想象，刘向在说
解并不算古奥的《五行传》时，刻意从这篇思想驳杂的文献中寻章摘句，再完全裁汰其与《五行传》思想
无涉的词句。相反，合理的假设是，《顺逆》的作者在见到刘向《传论》后，对其五行休咎之说颇为赞赏，
但觉得尚不足发“五行顺逆”之说，于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敷衍，并将月令思想中的一些灾异对应关
系加诸其中，例如《顺逆》“木”行部分“挺群禁”云云，又见于《淮南子·天文训》，表明除刘向《传论》以
外，《顺逆》篇还有其他的文本来源。
总之，《五行顺逆》可以视作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衍生文献，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改写

而成的。其产生年代自然要在《传论》之后，而《传论》之成书在西汉成帝后期，距董仲舒辞世已近百
年，故此《顺逆》篇不可能为董仲舒所作。

三　《五行顺逆》篇与《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关系问题

《顺逆》既非董子所作，为何又出现在《春秋繁露》当中呢？其与董子思想有何关系呢？要了解这
一问题，可借其与《五行相生》（下文简称《相生》）《五行相胜》（下文简称《相胜》）两篇之文本关系得以
揭示。
就《相生》《相胜》两篇而言，其同构性、互补性关系十分清晰。例如在《相生》篇的开头，即言“五行

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①，明确指出其论“五行－五官”乃兼有相生、相胜二义，而在这两篇
中，无论是五官的具体所指，还是五行与五官的对应关系，特别是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司营”一职以
及各举五贤、五恶以见义的论述思路，都可谓完全一致。两者可以被视作同构互补的一个文献集
合体。
那么，《相生》《相胜》篇与《顺逆》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基于《顺

逆》篇与《相生》篇之间的一些互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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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３６２页。



表３　《五行顺逆》与《五行相生》之互见关系表

例次 《五行顺逆》 《五行相生》

１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
过三日，行什一之税，进经术之士。挺群禁，出轻系，去稽
留，除桎梏，开门阖，通障塞……

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进经术之士，道之以帝王之
路，将顺其美，匡捄其恶。

２
火者夏，成长，本朝也。举贤良，进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
力……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进贤圣之士。

３ 土者夏中，成熟百谷，君之官。 中央者土，君官也。

４ 如人君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 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

　　《顺逆》思想来源驳杂，除刘向《传论》以外，“挺群禁”以下数句，又见于《淮南子》的《天文训》与《时
则训》，在《礼记·月令》中也有所反映。至于未见于表中的五行“民病”部分，则与《洪范五行传》或离
或合，凡此都应源于当时的时月令文献。而除此两者之外，仍有一些词句的来源值得注意。以上表部
分文字为例：

例１，《顺逆》篇与《相生》篇的木行部分同样出现了“进经术之士”。本来在汉代的文献中，出现这
样的短句重合并不值得惊讶，但据《顺逆》文脉，木行之本在“农”，因此，“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

是指应保证农民的劳作时间，“行什一之税”是通过减轻农民的税务负担而调动其劳动积极性，“挺群
禁”云云，是指增加农耕人口数量，“通障塞”则是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总之，此段数句虽然有的直接录
自《传论》，有的是作者的敷衍或录自他处，但都紧紧围绕“劝农事”这个主题展开，文意连贯，而“进经
术之士”一句在这一段中则显得非常突兀，究竟“劝农”与“进经术之士”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至于《五行相生》篇中出现的“进经术之士”一句就显得合理多了。按照《相生》篇的思路，五行与
五官相对应，五官又与五常相对应，因此其论五行生胜、五官职守，最终往往在五常之德上落脚。以司
农为例，顾名思义，其所职掌当在于农业，但《相生》篇论其职掌，自“进经术之士”至“匡捄其恶”，皆就
“尚仁”之德而言。其后“知地形肥硗美恶”云云，才是就一般官僚制度中的“司农”之官而言其职守。
《相生》篇论五官职守的这种叠加模式，在此后司马、司营、司徒、司寇诸官的论述中仍有不同程度的体
现。“进经术之士”一句虽互见于《顺逆》《相生》两篇之中，但显然与《相生》篇的联系更为合理、密切，
《顺逆》篇中的此句很有可能采自《相生》篇。

例２，关于“本朝”，从秦汉文献用例来看，指在中央政府任职的中高级官员。《相生》篇所举司农
等“五官”皆可称“本朝”，但该篇以司马之职守为“进贤圣之士”，有充实“本朝”之意，故仅以“本朝”指
代“司马”，并使之与“火”行、夏时对应。在这一体系中，“五官”之一的“司马”是最关键的一环。但《顺
逆》篇灾异体系中并无“五官”一环，故其径言“火者夏，成长，本朝也”，颇令人费解。苏舆在“成长”下
注：“下疑尚有脱字。”①就是未能理解以“本朝”与“火”相对应的奇特逻辑。因此，“本朝”一词虽然两
见于《相生》与《顺逆》，但其在《相生》中是合理的组成部分，而在《顺逆》中则显得突兀、怪异，可以认
定，《顺逆》篇以“本朝”对应火行，当是援据《相生》篇而成。

例３，“君之官”，或言“君官”，字面意思可理解为“君主这个官”，此语初看颇为怪异。《说文》：
“官，史，事君也。”②一般而言，“官”与“君”相对，“君之官”一说，实令人费解。但正如彭林先生在《〈周
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一书中所论，战国以来的儒家与法家，在君权论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以
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为君主地位不受任何约束，包括“法”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都不能限制君主的权
力；而以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则反对这种“绝对君权论”。彭林举出《荀子》中“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

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故……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等
例证，说明在儒家看来，“天王亦居其一，他不仅要与其他官员一样负有社会责任，而且要与其他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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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３７３页。

许慎：《说文解字》卷一四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影印本，第４７７页。



一样接受考核”①，这是战国时期儒士特有的政治理念。事实上，《孟子》中“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②之说，将“天子”置入爵制之中，也反映了将“君”纳入国家职官体
系之中的尝试。
而董子在此正是秉承孟、荀传统，将“君”与司农、司马、司徒、司寇相并，称为“君之官”或“君官”，

在《相胜》所论五行相胜、五官相克理论中，更提出“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
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③。在《相胜》木行部分，董子曾指出：“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④因此，
“木胜土”，实质上就是暗示“民胜君”，这种君、民关系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重民观念，也是汉儒
限制绝对君权的一种理论尝试。
不过，汉儒身处帝国时代，君主独一无二的权威已不容挑战，且照五行生胜理论，五官有相生相克

之义，例如木生火，对应司农生司马，意谓国家只有在先解决温饱问题后，才能进一步讨论选贤任能的
问题。那么，依照火生土之义，“君之官”当由“司马”所生，但这显然无法被接受。因此，为了处理这一
困境，董子在“君之官”部分单独设计了一个附赘的“其相司营”，在论五行相生时，以司马生司营，而以
司营为“天下既宁，以安君官者”⑤，从而将“司营”与“君官”联为一体，皆系于中央土行之下。总之，
《相生》篇中的“君官”在董氏五行生胜体系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
但在《顺逆》篇中，土行部分的论述仍以刘向《传论》为主体，只是在起首部分出现“君之官”一词，

不仅于前后文缺少呼应，而且不符合《顺逆》篇的内在体系———《顺逆》五行体系以刘向《传论》为基础，
后者源出《洪范五行传》。与董氏“五行－五官”说仅将土行对应人君不同，《五行传》于五行皆与人君
对应，如《顺逆》篇木行下言“如人君出入不时”，火行下言“如人君惑于谗邪”等⑥，《顺逆》篇于土行部
分独言“君之官”，似仅以土行与人君对应，此实与其自有之体系相悖。这里的“君之官”，不是基于其
文本内部理路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只能是据《相生》《相胜》篇而袭用之辞。
例４，关于“执法”，《顺逆》篇关于水行咎由的论述主要取自《洪范五行传》：

表４　《五行顺逆》与《洪范五行传》之互见关系表

《五行顺逆》 《洪范五行传》⑦

如人君简宗庙，不祷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 传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比对上表，“执法不顺”是《顺逆》篇仅有的溢出《五行传》原文的词句，而它与“简宗庙”等也不存在
逻辑关联。最重要的是，按照《五行传》的思想体系，与“执法”相关的五行应当是火行⑧，作为刘向《传
论》的衍生文献，《顺逆》篇在火行部分也述及了执法公正的问题：

　　如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予不

当……⑨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逆》篇水行部分再次言及“执法不顺”，显然有自乱体系、前后重复之弊。
至于《相生》篇，水行对应之官为司寇，正是执法之官，故其言“执法”，实理所当然。《顺逆》篇中

“执法不顺”一句，恐怕也是据《相生》篇而成。
总此，《顺逆》篇虽然在整体结构上取自刘向《传论》，但在诸行休咎的具体论述中，却吸纳了《相

生》《相胜》篇的五行对应体系以及传统的月令文献，呈现出“文本嫁接”的特点。由于《相生》《相胜》
篇、刘向《传论》以及时月令文献原是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它们对于五行内部关系的理解，五行与现
实政治、生活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认识都存在鲜明的差异，因此，《顺逆》篇对这些学说的整合往往显得
十分牵强。特别是《顺逆》在援据《相生》《相胜》所建立的五行对应体系时删去了具有基础性地位的
“五官”一环，直接导致《顺逆》篇的五行体系存在无法自足的逻辑缺陷。但是，这种尝试融合多种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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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⑦

⑧

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２６页。

焦循：《孟子正义》卷二一，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７５页。

④⑥⑨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３６９，３６７，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３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３６４页。此处中华本标点有误，故不从之。

表格中《洪范五行传》引文均出自《汉书·五行志》，下不复注。
《汉书·五行志》，第１３２０页。



学说汇为一种新体系的努力，仍值得注意。

四　古本《治顺五行》与《五行顺逆》之关系

关于《治水五行》篇，学者已注意到其与《淮南子·天文训》的相似性，并据此质疑《治水五行》为晚
出之作。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隋人萧吉在《五行大义》一书中曾完整征引此篇，然其题名作“治
顺五行”，似较今本作“治水五行”者更为合理。至于文本层面，则《五行大义》所引古本较今本更为完
整、系统，今本中一些错简文字，通过古本可得到校正。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述。
简言之，今本《治水五行》实经过后人删改，与其原始面貌相去甚远，故本文讨论其真伪问题，一依《五
行大义》所引古本。

《治顺五行》（下文简称《治顺》）篇在结构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将一年分为五
时，每时七十二日，分别以五行主五时。这种时令说又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唯《天文训》以“甲子”
“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为受制之时，五子相隔各七十二日，故有“七十二”之数。虽总成五时共计
三百六十日，不足一年实际天数，但在《天文训》内部体系完足，可自成一说。至于《治顺》篇，则径以五
行各主七十二日，则何以此数为七十二而非七十三或其他，实无法得到解释，故笔者相信，《治顺》篇的
第一部分当系删略《天文训》或类似时令文献而成①。

《治顺》篇第二部分是对五行所主五时施政要略的分述，以木用事部分为例：

　　木之用事，则行柔惠，进经术之士。至于立春，出轻系，去稽留，除桎梏，开闭阖，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独。无

伐木，恩及草木，则朱草。若夫人君驰骋无度，沈湎纵恣，重徭役，夺民时，厚税敛，则民疾疹瘆，患足疾。木伤败，

则龙深藏，鲸鲵出而为祸②。

由于自“恩及草木”而下之文皆为今本所未见，故此前学者讨论《治顺》，多仅关注其与《天文训》之
互见关系。但今据古本而论，则其文自“进经术之士”而下，几乎无出《顺逆》篇范围者，两者之间的重
合度，实远超《治顺》与《天文训》，这在其他四行用事部分同样得到确认。在目前所见的文献范围内，

可以基本确定，古本《治顺》与《顺逆》之间一定存在传抄关系。
进一步而言，《顺逆》篇以刘向《传论》为基础，杂糅时月令禁忌与董子五行生胜理论，虽然诸说之

间的矛盾难以尽掩，但其多源文本汇而为一的动态生成过程则是比较清晰的。而与之相比，古本《治
顺》篇的文献来源显得十分单一，无论是自“出轻系”至“通障塞”部分与《淮南子·天文训》之间的互见
关系，还是“若夫人君”至“厚税敛”部分与刘向《传论》之间的互见关系，都同时互见于《顺逆》篇，而《顺
逆》篇与《天文训》、刘向《传论》之间的互见关系，则颇有《治顺》篇所不及者。简言之，《治顺》与其他文
本之间的互见关系，似乎都是借助《顺逆》篇而实现的。因此，虽然理论上无法排除《顺逆》篇系援据古
本《治顺》而进一步扩充的可能性，但从文本生成的一般规律来看，更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古本《治顺》
实系据《顺逆》篇加以删略而成的衍生文献。与《顺逆》篇对刘向《传论》的改造一样，古本《治顺》对于
《顺逆》的改造也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用“五行各主七十二日”说取代《顺逆》篇“土主季夏”说，试图
构建更为均衡的五行政治学说。
至于《治乱五行》（下文简称《治乱》）篇，在文本上则几乎完全互见于《天文训》，其说不再循董子五

行生胜说，而持五行杂相干说，这实际上是基于四时各有分属、不可相杂的传统时月令思想而产生的，

又与五星相犯的传统星占学思想相关。因此，表现在《天文训》中，均使用“甲子干壬子”“壬子干甲子”
这样的干支术语，体现出其与时令、星占之间的关联。而《治乱》篇基本照录《天文训》之文，却将其“甲
子”等五子替换成五行，将其整个体系改为“火干木”“木干火”等五行之间的干犯，这同样体现出《治
乱》篇作者融会诸家、扩充五行理论的尝试。由于该篇与《治顺五行》名义相对，且理论基础都取自《天
文训》“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至“冬雷其乡”一节，故此两篇宜出于一手，成篇时间当在《五行顺逆》形成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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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桂思卓亦持此观点，可参桂思卓著，朱腾译：《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第１１９页。

萧吉撰，中村璋八校注：《五行大义校注》，东京：汲古书院１９９８年增订版，第７７页。



五　《五行五事》篇的真伪及其思想

《五行五事》（下文简称《五事》）篇围绕对《尚书·洪范》篇的阐释而展开。它首先构建了“五行”与
“五事”之间一一对应的灾异影响关系；继而以解经体例逐字逐句解释《洪范》“五事”部分的经文；最终
又将其中四事、四行与四时相对应，并从正反两方面交代了四时施政的要领。这种灾异体系看似与
《洪范五行传》非常接近，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异：

其一，两者在处理“五行”与“五事”之间的关系时有所不同。《五行传》中五行、五事、皇极具有相
对独立的休咎灾应，“木不曲直”和“貌之不恭”的咎由完全不同。木行与貌事之间的联系，仅存在于
《传》文将“貌之不恭”的生成原因归结为“金沴木”，也就是木气受到了侵扰。但《五事》篇提出“貌不肃
敬，则木不曲直”，将五行直接定位为五事有失的灾应，与《五行传》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其二，两者的具体灾应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五行传》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灾应体系，他不仅将
《洪范》篇“庶征”部分的咎、罚、极等概念一一纳入灾应体系中，还增加了妖、孽、祸、屙、眚、祥等多种灾
应，涉及天气、物候、政治、社会、动物异常、疾病等多个方面，极为复杂。但《五事》篇建构的灾应体系
则简单得多，不仅灾应局限在天气这一范畴之内，而且具体的灾应与《五行传》也完全不同：

表５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与《洪范五行传》关于“五事”灾异之差异表

五事之失 《五行五事》 《洪范五行传》

貌之不恭 夏多暴风 恒雨

言之不从 秋多霹雳 恒阳

视之不明 秋多电 恒奥

听之不聪 春夏多暴雨 恒寒

思之不容（思心之不睿） 秋多雷 恒风

　　其三，两者的理论结构及论证方式也存在重要差异。《五行传》将五行、五事、皇极与具体的灾应
直接对接，并不旁涉其他问题；而《五事》篇在对《洪范·五事》进行了精细的解释之后，提出了一套四
时施政理论，将肃（貌）、义（言）、知（视）、谋（听）四种从“四事”中提炼出的德行作为理论基础，分别与
四时相对应，再通过“春阳气微”“秋气始杀”等阴阳理论，说明四时施政的基本要求，并列举违时施政
将造成的灾应。这种将阴阳、四时与五行、五事理论高度融合的做法，为《五行传》所未见。
由此可见，除五行与五事的对应关系保持不变以外，《五事》篇无论是在灾应体系，还是在思想结

构方面，都与《五行传》表现出本质差异。相较而言，《五行传》的思想与《洪范》本文更为密切，在思想
来源上也相对单纯；而《五事》篇无论是灾应设计，还是五行、五事之关系的定位，均与《洪范》本经之间
显得疏远，其思想来源相对驳杂。因此，就《五行传》与《五事》篇之间的关系而言，前者应为直接源出
《尚书·洪范》的传文，后者则类似在《五行传》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其他思想而形成的衍生文献。而无
论我们的推定是否可以成立，可以确定的是，除了同样体现于《五行传》中的“五行”“五事”灾应思想以
外，《五事》篇显然还有其他的思想内涵。认清这些内涵，是我们认识《五事》篇形成过程的关键。
首先是《管子·四时》篇所见关于四时施政要领的论述：

表６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与《管子·四时》之互见关系表

《五行五事》 《管子·四时》①

春行秋政，则草木雕；行冬政，则雪；行夏政，则杀。 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

秋行春政，则华；行夏政，则乔；行冬政，则落。 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

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冬行春政，则蒸；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 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

　　由上表可见，两者在结构上完全一致，在具体的灾应描述上虽然存在差异，但基本相应。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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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格中《管子》引文均出自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下不复注。



《五事》篇在论述四时施政时，还使用了所谓的“贼气”说：“于时阴气为贼，故王者钦钦，不以议阴事。”
“于时寒为贼，故王者辅以赏赐之事。”①而这种说法同样见于《管子·四时》篇：“是故春雕、秋荣、冬
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遫至，则国多灾殃。”②

当然，先秦文献之间的传抄关系颇为复杂，《五事》篇虽与《四时》颇为类似，但未必直接录自《四
时》篇，也可能两者另有同样的文献来源③。但可以确认的是，《五事》篇关于违时施政之灾的叙述以
及“贼气”之说均另有所据。
其次，则是《淮南子·时则训》篇关于十二月失政的论述。《五事》篇在论述“违时施政”的灾应之

后，又进一步补充了“当时失政”的后果：
表７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与《淮南子·时则训》之互见关系表

《五行五事》 《淮南子·时则训》④

春失政则（卢注：下有阙文）。 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

秋失政，则春大风不解，雷不发声。 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

夏失政，则冬不冻冰，五谷不藏，大寒不解。 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

冬失政，则夏草木不实、霜、五谷疾枯。 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

　　比较“违时施政”与“当时失政”，前者是指在某一时节施行其他时节的政令，而后者则是指在某一时
节没有施行当时应当施行的政令，类似现代政治学上所谓的“不作为”。与违时施政导致的灾异发生在
当季不同，《五事》篇认为当时失政虽然不会实时导致灾异，但最终仍会在半年之后体现出来。这种理论
模式颇具个性和创意，在先秦时期的月令文献中似未见到，但在《五事》篇内部乃至整个《春秋繁露》一书
中，却没有对这种灾应体系的理论阐释，就笔者所见，系统的解释似仅见于《淮南子·时则训》：

　　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

为合。孟春始赢，孟秋始缩，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

短，季夏德毕，季冬刑毕。故正月失政……⑤

据《时则训》之说，阴阳之气虽然在四时表现出不同的运动形态，但其存在于宇宙之中的总量以及
自身的活动规律却是守恒不变的，因此，如果不能在四时适时地引导阴阳之气出入赢缩，则当时的失
政便会导致异时灾异的发生。例如，若正月的时候没有及时将阳气释放出来，而是到了二月或三月的
时候始将阳气释放，那么，到了七月，阳气自然就不会按照常规逐渐收缩入地，而是仍然滞留在外，这
当然会导致七月的气候较常年温和，故此“凉风不至”。相反，若在七月之时，阴气仍然没有开始收缩，
那么，到了次年正月，阴气也就不会按常规完全入地，导致气候较常年寒冷，出现“大寒不解”的“倒春
寒”现象。由此看来，在宇宙间阴阳气守恒的理论框架之下，这种“当时失政”而导致“异时灾异”的说
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显然需要类似《时则训》这样比较充分的阐释才能使人理解。《五事》篇在缺少任
何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径直抛出“当时失政”说，不得不令人怀疑这篇文献的原创性。
事实上，将《五事》篇的相关论述与《时则训》相比，我们发现，《五事》篇所列的四时失政之灾，正是

对《时则训》十二月失政之灾的重新概括：由于《时则训》使用的是十二月体系，而《五事》使用的是四时
体系，因此，《时则训》中分于三个月的灾异在《五事》篇中被归于一时之下，这种变更在“冬失政”部分
看得最为清晰：“夏草木不实、霜、五谷疾枯。”正分别对应于《时则训》中的四、五、六月。至于“秋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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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３９３页。中华本此句标点为“故王者钦。钦不以议阴事”，钟肇鹏整理本同。笔者以为“钦钦”当连
读，《毛诗·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盘同音。”《毛传》：“钦钦，言使人乐进也。”《尔雅》：“钦钦，忧也。”《三国志·朱然
传》：“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洁，其所文采，惟施军器，余皆质素。终日钦钦，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故“钦
钦”又有刚正之义。“于时阴气为贼，王者钦钦，不以议阴事，然后万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意谓于时阴气为贼害，然王者刚
正好阳，不议刑杀之事，故万物遂生，木可曲直也。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一四《四时》，第８５５页。

关于违时施政之灾应的叙述，又见于《管子·幼官》及《淮南子·时则训》，文辞略有不同。相较而言，《四时》篇与《五事》篇似
更接近。

表格中《淮南子》引文均出自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下不复注。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五《时则训》，第４３７页。



部分的“大风不解”，似乎应是《时则训》“正月大寒不解”之讹误，“夏失政，则冬不冻冰，五谷不藏，大寒
不解”的“大寒不解”四字，亦恐是衍文或错简所致：“大寒”者，冬寒也，初春大寒不解乃是灾异，但冬日
“大寒不解”，则是正常时令，若以此为灾，则岂不与前文“冬不冻冰”相矛盾？
总之，今本《五事》篇中这些关于当时失政的灾应列举，大多可参考《淮南子·时则训》进行校补，

而与《时则训》对于异时灾异现象完备的理论阐释相比，《五事》篇的灾应说显得十分突兀，令人费解。
我们认为，《五事》篇的这段论述恐是以《时则训》为基础改造而成的，是将原有的十二月失政说改造为
与《五事》篇自身结构相适应的四时失政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与《顺逆》一样，《五事》篇呈现出强烈的“文本嫁接”的色彩，它

的理论框架借自《洪范五行传》，但无论是在对五行、五事之间关系的具体处理上，还是将“四事”与“四
时”结合起来，论述“违时施政”与“当时失政”的灾应，都与《洪范五行传》呈现出本质性的差异，却与
《春秋繁露》中反复强调的“四时”思想结合起来。可见，与《顺逆》篇一样，《五事》虽然在文献来源上颇
为驳杂，但是其整合诸家异说，并努力使之适应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倾向，实颇为显目。
不过，鱼目混珠，终究难具珠玉之光。《五事》篇虽然与董仲舒的思想存在相合之处，但是通过上面

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基本确认，它并非出于董氏之手。这一方面因为它在“嫁接”《洪范》《时则训》等文献
时所显露出的粗糙与疏漏；另一方面也在于这篇文献所特别强调的“依时施政”思想与董仲舒本人的政
治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董氏固然非常注重传统的四时学说，但他更关注的是四时思想所呈现出的抽
象的理论框架。他在《如天之为》篇中明确指出：“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顺四时之名，
实逆于天地之经。”①由此，董仲舒对古老的四时思想做了新的阐发。但《五事》篇中反复论述的“违时施
政”和“当时失政”，显然只是复述传统的四时思想，具有鲜明的农政色彩，与董氏思想并不一致。

六　从《孝经解》到《五行对》与《五行之义》

《五行对》开篇即介绍了其形成背景：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②

董氏为了说明孝为“天之经”，乃取四时、五行之说为据，认为天以五时相承、五行相生，正若父子
相继之理，故“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又为了说明孝为“地之经”，乃先后举“勤劳在地，名一归
于天”与“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之说，论土地亦具孝之义。
由于此文有明确的撰述背景，因此其真实性似乎从未受到质疑，是《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篇以外

最受认可的董子原作。唯清儒俞樾认为董生既以“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解释“地之义”，则无由复以
土、火之关系再说“地之义”。故此认为自“土者，火之子”以下八十二字乃《五行之义》篇羼入者。对
此，苏舆并不认同，他认为“俞说非。若以此入《五行之义》篇，于文为复。此自取五行之土说地耳”③。
确如苏舆所论，今本《五行之义》篇已经有关于土、火关系的论述，《五行对》中的这段论述在《五行

之义》中并无安身之处，俞氏“脱简”之说难以令人信服。但另一方面，俞氏提出的疑问确实也不容忽
视，《五行对》的论述除了他所提出的这一点外，还有两点可疑。第一，该文在论孝为“天之经”时，以
“土”主“季夏”，但在论孝为“地之义”时，又将“土”抽离出四时之外，认为其“于四时无所命者”。前后
异说，令人生疑。第二，从《五行对》关于土、火关系的论述中可知，作者将“五行”中的“土”理解为“天
地”关系中的“地”，但事实上，传统的五行理论认为木、火、土、金、水皆为“地”之所生，如《汉书·律历
志》引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土”与“地”在五行理论中并不能简单互换。
不过，由于缺少直接的文献依据，《五行对》的这些疑窦也只能被视为汉人说经随文见义、时有疏

阔之例。但在林秀一先生据京都古梓堂文库藏清原宣贤《孝经抄》《孝经秘抄》辑出的《孝经述议·三
才篇》中，有一段刘炫征引“董仲舒《孝经解》”的材料：

　　董仲舒《孝经解》云：河间献王问于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何谓？”对曰：“天有

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

·８３·

①②③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４６３、３１４、３１７页。



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

其子成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

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王曰：“善哉！愿闻地之义。”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

雨者，地之所为，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

归于天，非有至义，其孰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此谓孝者，‘地之义也’。”王曰：“善哉！”①

这段材料与《五行对》虽然有异文，但大体一致，似乎更可证《五行对》所录为董仲舒之语，但仔细
比对两者，我们发现，《五行对》中令俞樾和我们感到疑惑的内容，即以土、火关系论孝之文，恰恰为《孝
经述议》所引《孝经解》所不见。再进一步，从《孝经述议》引文看来，其所见文献题名为“孝经解”，可知
在该文中，董仲舒只临时借用五行相生理论来说明“孝者，天之经也”，但到了《五行对》中，“五行”反客
为主，变成了核心论题，似乎关于《孝经》的问对只是为了引出董仲舒的五行理论而已。因此，在《五行
对》中，在“尽为人之道也”之后，有“故五行者，五行也”一句，将论述的核心定位在“五行”上，而在《孝
经述议》所引《孝经解》中，“尽为人之道也”之后即直承“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今细
绎文意，显然“由此观之”前当论父子相继之事，“故五行者，五行也”一句在前文既无铺垫，与“由此观
之”也不构成因果关系，当为好事者后加之辞。《孝经述议》所引《孝经解》才更接近董生对河间献王之
言的原貌。
这样看来，《五行对》虽然确实基于河间献王与董仲舒问对《孝经》这一史实，但该文作者偷梁换

柱，将以说解《孝经》为主的一篇文献转变成了以说解“五行”为主旨的文献：首先，作者将文献题名定
为“五行对”，确立了“五行”核心论题的地位；其次，在以“五行”论“孝者天之经”的过程中，插入“故五
行者，五行也”一句，用一个“故”字，将前面所有论述的立足点再次确定到“五行”上；复次，在论述“孝
者地之义”的部分，董仲舒原本并未言及五行，但该作者既然要以“五行”为核心，遂从土、火关系入手，
以“土王四时”说重新解释了“孝者地之义”，最终构造出一篇新的五行学文献。
循此再看《五行之义》，我们发现，该文与《五行对》之间存在明确的互文关系，其开篇“天有五行”

云云，即直接取自《五行对》中董氏对文，其后除论五行方位、以阴阳论五行养生丧死之道以外，大抵皆
缘《五行对》中董氏之说而成，至如“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句，几乎
就是对《五行对》中“故五行者，五行也”一句的具体解释。不过，与《五行对》中此句突兀难解不同，在
《五行之义》中，作者明确将“五行”之“行”与“孝子忠臣之行”，也就是前文所讲的“火乐木而养以阳，水
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这些“德行”联系起来，故“五行之为言”的“五行”，指作为专有名词的
“五行”，而“犹五行欤”的“五行”，则为“五种德行”之省文，前后文之逻辑关系非常清楚。此后，《五行
之义》又论五行居五方而各有所主，故“官人必以其能”，这是《五行对》所未言的。至结尾部分论“土”
之“忠”德，则又与《五行对》中以“土”“火”关系论“忠孝”的思路基本一致。
这种文本层面的互文性以及更为深层的逻辑对应关系显示出《五行之义》与《五行对》之间的衍生

关系———《五行之义》去掉了《五行对》中关于《孝经》的问答框架，将“五行”彻底变成论述的核心，而
《五行对》中提及的“天”“地”（在《五行之义》中被完全替换为“土”）以及孝养等概念，则完全成为阐释
“五行之义”的工具。我们认为，这是对《五行对》的进一步改造。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与前文所论《五
行顺逆》篇与《治顺五行》之间的关系颇为相似。
从见于刘炫《孝经述议》的《孝经解》佚文，到《五行对》，再到《五行之义》，我们看到，一篇局部借助

五行理论解说《孝经》的文献，最终被彻底改头换面，变成了一部借助天、地、孝养等《孝经》学思想解说
五行之义的文献。文本的主体结构似乎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文章的主旨却悄然间实现了反转。

七　文本嫁接：《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生成研究的文本学意义

《春秋繁露》与“五行”相关之文献共九篇，按主题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即《五行相生》《五行相
胜》，以“五行”生胜关系构建国家治理的官僚制度；第二组则是《五行顺逆》《治顺（水）五行》《治乱五

·９３·

① 林秀一：《关于〈孝经述议〉复原之研究》（《孝经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文求堂书店１９５３年版，第２５５页。



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通过呈现“五行”内部的多种关系及其与四时之间的对应关系，阐述“依时
施政”的政治理念；第三组为《五行对》《五行之义》，由《孝经》论及“五行”“父子相生”等义理，阐发“孝
子忠臣之行”的必要性。
从文本生成的层面而言，除《五行变救》篇尚缺乏足够的资料暂无法考定外，其他八篇文献可以分

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可视为董子原作，包括《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第二层为后儒援据他学，尝试
使之与董子五行生胜理论相合者，包括《五行顺逆》《五行五事》《五行对》。第三层为更晚之儒生据上
述第二层文献再次编纂，欲使董子五行生胜理论更臻完备者，包括据《五行顺逆》而作的《治顺（水）五
行》《治乱五行》以及据《五行对》而作的《五行之义》。
这些二、三层次的文本多受到包括《洪范五行传》、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在内的《洪范》五行学文献

以及秦汉时期流传的各类五行时月令文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颇服膺董仲舒《五行相生》《五行相胜》
篇所论五行生胜说，因此尝试将此三种“五行”理论整合为一种新的“五行”政治学说，反映了五行学发
展到成熟阶段时出现的社会思潮。但是，《洪范》五行学、董氏五行生胜理论与时月令文献虽然均与
“五行”相关，但他们的思想立场、对“五行”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五行”内部关系的处理都存在重要的差
异，以《顺逆》为代表的这批作品虽然在表层结构上尝试将三种“五行”学文献“嫁接”为一体，但并没有
在理论层面上真正实现三种“五行”说的融会贯通。举例而言，传统的时月令文献强调依“时”立政，将
五行与四时或五时、十二月分别对应，用木主春生、火主夏养、金主秋收、水主冬藏的农事观念来建构
四时、十二月的施政要理，具有强烈的“农政”色彩，但汉儒的《洪范五行传》则具有“去月令化”的思想
倾向，五行所主政事与时令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被淡化甚至消解，而董仲舒的“五行”思想虽然与月令
相关，但他明确反对绝对的“时令”说，强调德、刑之施行不必径依四时变化，凡此均体现出汉儒五行理
论尝试摆脱月令“农政”色彩的努力。因此，将此三家之说强行合为一体，不但无助于实现五行学的整
合，还会造成五行学内部的体系混乱。《顺逆》诸篇的作者进行了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但这一尝试对
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洪范》五行学、董仲舒五行思想以及时月令五行学说各自的思想个性，仍起到了某
种促进作用。
此外，通过对《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的分析，我们对抄本时代文本形成的复杂性也有了

充分的认识。在早期中国的著述传统中，“抄”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再创作的方式：《顺逆》之于刘向
《洪范五行传论》，《治顺》《治乱》之于《淮南子·天文训》，《五行对》之于董仲舒《孝经解》，都可视为一
种“抄”，但在“抄”的过程中，文本的核心立意可以发生反转，思想系统可以不断调整，具体事例更可以
不断增删替换，最终形成的新文本与其抄录的对象之间虽然存在大量互见甚至完全一致的文本，但这
些文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本系统。它们有的进一步进入新文本的深层结构，成为建构新文本内
在逻辑的基本要素；有的则始终无法融入新文本的深层结构，只能“貌合神离”地兀立于新文本之中，
成为“文本嫁接”过程中留下的“伤疤”；还有的则带着原有文本的思想背景，阻止新文本自身逻辑体系
的构建，在新、旧文本之间形成一种理解的张力，呈现出一个混乱而失序的文本结构。这种类似于“嫁
接”的文本形成过程，在《韩诗外传》《史记》《汉书》《新语》《说苑》乃至唐人《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
等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换言之，早期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揭示出文本群体之间的传抄关
系，展现了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知识资源；而文本之间的“异文”，则展现出这一文本的生成者个性化的
知识处理方式。“互文”与“异文”的出现，不仅仅具有传统校勘学或者辑佚学层面的价值，更揭示出这
些文本的复杂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他们叙事风格、思想意义、学术立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加以关注①。

（下转第７３页）

·０４·

① 关于写抄本时代文本传抄关系的复杂性，可参拙文：《写抄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２
期，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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